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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格局与影响因素

赵　 晴１ꎬ江昕阳１ꎬ任传堂１ꎬ汪　 涛１ꎬ２

(１.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ꎬ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２.江苏省地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协同创新中心ꎬ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要] 　 基于 ２００７—２０２０ 年中国 ３１ 个省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数据ꎬ构建“省－国”二模网络ꎬ分析各省份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时空演变ꎬ并使用 Ｔｏｂｉｔ 模型分析各省份网络地位的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
(１)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规模总体增长、轻微波动ꎬ广东、江苏等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大省. 各省份出口目的地以

东南亚国家为主ꎬ出口产品类型以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类为主. (２)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网络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拓

展ꎬ网络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特征ꎬ其中东部省份出口比较优势更强. (３)产业集聚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外
贸环境、研发创新能力对度数中心度或接近中心度主要产生正向影响ꎬ产业集聚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外贸环境、
友好城市关系对中间中心度主要产生正向影响. 东部和非东部省份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关键词] 　 高新技术产品ꎬ出口ꎬ二模网络ꎬ社会网络分析ꎬ“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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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世纪以来ꎬ知识经济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ꎬ高新技术产业已然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支柱产业ꎬ高新

技术产品外贸出口在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经贸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１] . 依托产业发展高端化与劳动力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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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配置相结合的优势ꎬ中国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品对外出口ꎬ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创新能力提升ꎬ增强在

全球经贸市场中的国际竞争力[２] .
随着经济与贸易全球化的不断深化ꎬ有关贸易网络的研究在各个学科领域展开. 其中ꎬ地理学重点关

注贸易的空间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与效应ꎬ相关研究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①侧重对全球或区域贸易图景的

描绘. 经济全球化使得贸易活动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展开ꎬ虽然世界经济体系仍以欧美为主导ꎬ但东亚地区

地位有所上升ꎬ全球贸易格局表现出“东升西降”的重大调整[３－６] . 同时ꎬ经贸联系在局部地区异常活跃ꎬ区
域经济一体化现象愈发显著ꎬ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等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区域[７－８] . 随着中国国际地

位的提高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ꎬ中国在全球市场上占据了重要地位[９]ꎬ对中国在贸易网络中地位的

研究日益增多[１０] . ②剖析国际贸易网络的驱动因素与溢出效应. 已有研究从贸易国资源本底、经济与市

场条件、基础设施与科技创新水平、政治与文化因素及邻近性机理等方面展开分析ꎬ学者们亦对国际贸易

的溢出效应展开大量研究ꎬ发现国际贸易在促进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技术扩散等方面具有积

极效应ꎬ但也存在污染物转移、区域发展不平等加剧等消极效应[３ꎬ１０－１２] . 在计量方法上ꎬ各类回归模型是主

要使用的方法ꎬ近年来指数随机图模型也逐渐兴起[１３－１４] . ③以国家尺度的一模网络分析为主流. 当前ꎬ相
关研究多以指标描述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内部节点的属性ꎬ以时间断面上的指标变化展示网络的演化过程ꎬ
或在此基础上通过“核心－边缘”分析和社区划分探究世界贸易的格局与变化趋势[１５－１７] . 少数研究从中国

的省级层面展开[１８－１９] . 有关二模网络的贸易研究鲜见.
在高新技术产品国际贸易领域ꎬ已有的研究多集中于单一产品或单一行业ꎬ虽有研究对高新技术产品

的贸易网络和影响因素进行探索ꎬ但仍局限在国家尺度的一模网络. 因此ꎬ本文结合当前区域协调发展的

经济地理学研究ꎬ基于中国 ３１ 个省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面板数据ꎬ对各省份的

出口规模、流向与产品结构进行分析ꎻ构建“省－国”二模网络ꎬ探究各省份在贸易网络中的地位ꎻ选取相关

指标ꎬ对各省份在出口网络中地位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２０] .

１　 研究设计

１.１　 研究对象

“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网络ꎬ没有精确的空间范围[２１] . 目前ꎬ研究主要基于 ６５
个国家开展实证分析[２２] . 为保持研究区域的一致性和可对比性ꎬ本文以中国 ３１ 个省级行政区(不包含台

湾省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一带一路”沿线 ６４ 个国家为研究对象ꎬ依据地域范围将沿线国家划分

为蒙俄、中亚、东南亚、南亚、中东欧、西亚中东六大区域.
１.２　 数据来源与处理

商务部将高新技术产品划分为生物技术、生命科学技术、光电技术、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电子技术、计
算机集成制造技术、材料技术、航空航天技术和其他技术九大类别. 依托国研网国际贸易研究及决策支持

系统ꎬ参考相关研究[２３]ꎬ本文基于 ＨＳ２００７ 六位编码对各类高新技术产品贸易数据进行统计. 各省份的高

新技术产业产值和总产业产值、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技术市场成交额、在沿线国

家建成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数量、与沿线国家的友好城市关系数量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

统计年鉴»、李祜梅等编制的«１９９２—２０１８ 年中国境外产业园区信息数据集»ꎬ以及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

会官方网站. 受到数据可获取性的影响ꎬ仅对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 年各省份的中心度进行回归分析ꎬ并对 ２０１９ 年

的境外产业园区建设数量手动检索补充.
１.３　 研究方法

构建 ２００７—２０２０ 年中国 ３１ 个省份向沿线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二模网络:
Ｇ＝(ＶꎬＥꎬＦ)ꎬ

式中ꎬＶ为网络节点ꎬ包含 ２ 个子集ꎬ其一是中国 ３１ 个省份的集合ꎬ其二是沿线国家的集合ꎻＥ 为边ꎬ是各

省份向沿线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联系的集合ꎻＦ为强度ꎬ是各省份出口额的集合.
选取网络密度、平均路径长度、节点中心度指标度量网络整体结构(表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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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社会网络分析指标与含义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指标 含义

网络密度
网络中节点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ꎬ即节点之间实际联系的边数与节点之间可能产生的最大联系数的比值ꎬ取值
范围在[０ꎬ１] . 网络密度越大ꎬ节点之间的出口联系越密切ꎬ网络的凝聚力越强

平均路径长度
网络中任意两个节点之间最短路径的平均值ꎬ反映了网络的全局效率. 平均路径长度越小ꎬ节点之间的通达性
越高ꎬ各省份对沿线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便利程度就越高

节点中心度 节点在网络中的地位ꎬ包括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间中心度

　 　 以 Ｔｏｂｉｔ 模型探究各省份网络地位的影响因素. 结合高新技术产品的属性ꎬ参考相关研究[３ꎬ１０ꎬ１２ꎬ２４－２５]ꎬ
从经济与外贸、研发与技术市场、国际合作联系等方面进行分析. 同时在模型中加入经济实力、与沿线国

家外贸合作水平 ２ 个控制变量[１９] . 具体变量选取如表 ２ 所示. 为减少数据的不平稳性、降低异方差的影

响ꎬ对变量外商直接投资、研发创新能力、技术市场活跃程度、境外产业园区建设、友好城市关系、经济实力

做取对数处理.
表 ２　 变量选取与含义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含义

被解释变量

度数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

中间中心度
　
　

某省份出口联系数除以沿线国家总数ꎬ值越大ꎬ该省份向沿线国家的出口联系越多
某省份出口的沿线国家到其他国家和省的最短距离的函数ꎬ值越大ꎬ越容易建立出口联系
某省份居于出口网络中间的程度ꎬ体现了该省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控制程度. 当一个省
份出口对象包含位于“非核心”地区的国家时ꎬ这一省份往往具有较高的中间中心度

产业集聚水平

用区位熵法测算ꎬ公式为
ｑ ｊ

∑
ｎ

ｉ ＝ １
ｑｉｊ

Ｑ ｊ

∑
ｎ

ｉ ＝ １
Ｑｉｊ

ꎬ其中 ｑ ｊ 为 ｊ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ꎬ∑
ｎ

ｉ ＝ １
ｑｉｊ为 ｊ省各

产业的总产值ꎬＱ ｊ 和∑
ｎ

ｉ ＝ １
Ｑｉｊ分别为全国相应的指标

外商直接投资 省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 / (亿美元)

解释变量 外贸环境 省出口额与 ＧＤＰ 的比值

研发创新能力 省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 / (人年)

技术市场活跃程度 省技术市场成交额 / (亿元)

境外产业园区建设 省在沿线国家建成的高新技术产业相关的园区数量 / 个

友好城市关系 将各地市建立的友好城市关系归并至省级层面ꎬ以省在沿线国家的友好城市个数表征

控制变量
经济实力

与沿线国家外贸合作水平
省人均 ＧＤＰ / (万元)
省向沿线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与向全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的比值

２　 出口差异与网络结构演变

２.１　 省级层面出口差异

如图 １ 所示ꎬ中国向沿线国家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总额自 ２００７ 年以来呈现出总体增长、轻微波动的

趋势ꎬ各省份的出口额差异较大ꎬ空间不均衡性显著. ２００７ 年ꎬ东部沿海一带尤其是广东和江苏ꎬ是高新技

术产品的主要出口来源地ꎬ便捷的区位优势和较高的对外开放水平促使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ꎬ两省共占

据总出口额的 ５６.３１％. 四川、重庆、湖北、河南等中西部省份后发优势不断显现ꎬ出口额明显提升. ２１ 世纪

初期ꎬ中国高科技产业部门集中在沿海地区ꎬ专业性、集中性强[２６] . 近年来ꎬ中西部地区贸易便利化水平的

提升、长三角与珠三角等地区的生产要素成本上涨ꎬ使一部分高新技术企业将生产线转移至生产要素成本

较低的西部地区ꎬ如川渝等[１] . ２０２０ 年ꎬ出口规模前 ５ 的省份依次为广东、江苏、四川、上海和浙江ꎬ占据总

出口额的 ６９.２４％. 新疆、西藏等西部边陲省份受到技术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的掣肘ꎬ高新技术产品

出口水平始终比较低迷.
从产品出口流向来看(图 ２)ꎬ多数省份以东南亚国家为主要出口市场ꎬ同时部分沿边省份的产品出口

流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缘因素的影响ꎬ如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而言ꎬ俄罗斯是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

重要市场ꎻ西藏的高新技术产品主要出口至尼泊尔ꎻ而新疆的高新技术产品则主要出口至哈萨克斯坦.
—４３—

􀪉􀪉􀪉􀪉􀪉􀪉􀪉􀪉􀪉􀪉􀪉􀪉􀪉􀪉􀪉􀪉􀪉􀪉􀪉􀪉􀪉􀪉􀪉􀪉􀪉􀪉􀪉􀪉􀪉􀪉􀪉􀪉􀪉􀪉􀪉􀪉􀪉􀪉􀪉􀪉􀪉􀪉􀪉􀪉􀪉􀪉



赵　 晴ꎬ等: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格局与影响因素

２０２０ 年ꎬ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向东南亚地区的出口额达到 ９８５.０６ 亿美元ꎬ占比 ５１.７８％ꎻ向南亚、中东欧和西

亚中东的出口规模相近ꎬ出口额分别达到 ２８４.７９、２５４.５５ 和 ２４５.９３ 亿美元ꎬ占比分别为 １４.９７％、１３.３８％和

１２.９３％ꎻ向蒙俄与中亚的出口规模较小ꎬ出口额分别为 １１１.０６ 和 ２０.７９ 亿美元. 从出口产品类型来看ꎬ中
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类型以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类为主ꎬ电子技术类位居第 ２ꎬ其他类型出口额占比较低.

图 １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规模与增长率

Ｆｉｇ􀆰 １　 Ｅｘｐｏｒｔ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图 ２　 ２０２０ 年各类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流向与规模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２０２０

图 ３　 ２００７—２０２０ 年二模网络结构指标演变

Ｆｉｇ􀆰 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ｗｏ￣ｍｏｄ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ｄｅｘ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７ ｔｏ ２０２０

２.２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网络结构特征

出口规模和流向难以全面反映各省份与沿线国家贸易联系ꎬ因此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二模网络

的结构特征(图 ３) . 对于大型网络而言ꎬ“过滤”可以提高网络清晰度并确保活动节点的出现ꎬ为保留网络

结构特征ꎬ避免小额出口对后续分析产生干扰ꎬ以 １０ ０００ 美元为阈值过滤出口额过小的连边ꎬ计算网络密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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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平均路径长度等整体网络结构指标ꎬ解析出口网络连通能力[２７－２８] . ２００７—２０２０ 年ꎬ各省份向沿线国家

出口的连边数和网络密度稳步增长ꎬ连边数由 １ １８４ 增长至 １ ５５５ꎬ网络密度也由 ０.５９７ 增长至 ０.７８４. 而平

均路径长度却有所降低ꎬ由 １.９２２ 降至 １.７４８. 整体来看ꎬ各省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网络的广度和深度均得

到了增强ꎬ节点间的联系日趋密切ꎬ出口网络的通达性有所提升. 近年来ꎬ连边数、网络密度增长速度放

缓ꎬ平均路径长度波动程度较小ꎬ网络结构日趋稳定.
从“省－国”视角来看ꎬ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网络呈现出显著的核心－边缘特征ꎬ核心地区以广东、江

苏、浙江、上海等东部省份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为代表ꎬ大部分省份和国家则长期居于

边缘地区. 多数省－国出口额小于 ３ 亿美元ꎬ超过 ３０ 亿美元多为广东和江苏向东南亚国家的出口额. 各省

份的主要出口目的地重合度较高ꎬ以亚洲国家为主ꎬ也包含一些欧洲国家. 其中ꎬ东南亚和南亚是中国高

新技术产品出口的重要市场ꎬ乌克兰、摩尔多瓦等东欧国家也是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重要贸易伙

伴. 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加强了四川、重庆、陕西等西部省份与东盟国家的出口联系. 受地缘因素的影

响ꎬ黑龙江、新疆等的主要出口国还包含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ꎬ但这些边陲省份的出口规模远低于东部

省份.
进一步地ꎬ根据“省－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 ＲＣＡ 指数绘制矩阵图(图 ４)ꎬ分析各省份出口优势

国. ＲＣＡ 的计算方法为某省份向某一沿线国家的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份额与全国出口总额中向该国家

的出口额所占份额的比值. ＲＣＡ>１ 则认为该贸易联系较全国具有比较优势[１４] . 为优化表达效果ꎬ将 ＲＣＡ
值大于等于 ３ 的统一识别为 ３ꎬ发现各省份在出口优势国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 东部地区(除海南外)的
ＲＣＡ 水平较高ꎬ特别是广东对大多数沿线国家的出口具有优势ꎻ中部和东北地区个体差异性较强ꎬ各省份

的出口优势国不一ꎻ而西部地区的 ＲＣＡ 值则呈现出低值广布、高值突现的特征. 受地缘因素和西部陆海新

通道建设的影响ꎬ西部省份对部分国家具有很高的出口优势ꎬ如内蒙古对蒙古和俄罗斯ꎻ新疆对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ꎻ云南对老挝和缅甸ꎻ广西对泰国、越南和马来西亚等.

图 ４　 “省－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贸易 ＲＣＡ 矩阵

Ｆｉｇ􀆰 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ＣＡ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ｒａｄ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２.３　 节点中心度测度结果

运用二模网络的节点中心度分析方法ꎬ探究 ２００７—２０２０ 年各省份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网络中节点地

位的演变情况(图 ５) . 为使不同年份的节点中心度具有可比性ꎬ采用描述网络结构整体特征的处理方法ꎬ
以 １０ ０００ 美元为阈值对“省－国”之间的出口联系进行筛选. 另外ꎬ由于缺乏 ２００８ 年向黑山和塞尔维亚的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数据ꎬ为避免非完全相连的网络图对节点中心度计算结果的影响ꎬ在进行该年中心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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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时将黑山和塞尔维亚剔除.

图 ５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节点中心度与 ２０２０ 年出口额

Ｆｉｇ􀆰 ５　 Ｎｏｄ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ｉｎ ２００７ꎬ２０１１ꎬ２０１５ ａｎｄ ２０２０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ｎ ２０２０

２００７—２０２０ 年ꎬ广东、浙江、江苏 ３ 省的度数中心度始终位于第 １ 梯队. ２０１１ 年后ꎬ山东、天津、上海、
北京等的度数中心度也陆续增长至 １ꎬ安徽、重庆等中西部省份度数中心度排名逐渐向头部靠拢. 各省份

的度数中心度呈现出沿着长江经济带由东向西、从沿海向内陆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ꎬ东部地区更容易开拓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市场. ２００７—２０２０ 年ꎬ广东、北京、浙江、上海等地的接近中心度始终位居前列ꎬ
对外连通能力较强ꎬ东部沿海省份具有较高的接近中心度ꎬ但非东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在逐步缩

小. 各省份的中间中心度总体呈现出下降的趋势ꎬ说明越来越多的省份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中ꎬ
个别省份中介作用突出的现象有所缓解. 节点中心度较高的省份往往具有较大的出口规模ꎬ２０２０ 年度数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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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间中心度排名前 １０ 的省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分别占据全年的 ８３.１８％、８３.１８％、
７９.７７％.

总体来看ꎬ各省份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及中间中心度 ３ 项指标的测度结果呈现出相似的演变趋

势ꎬ度数中心度高的节点ꎬ其接近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也较高ꎬ其中广东省最为突出ꎬ这与其对高新技术产

业的重视密不可分. 高新技术产业最早于广东、上海、北京等地崛起ꎬ伴随着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区域重心

由东南向西北移动ꎬ以重庆为代表的中西部省份在网络中的地位有所上升[２９－３１] . 经西南地区通过广西北

部湾等沿边口岸直接抵达东盟各国港口的铁海联运、跨境公路运输、国际铁路联运等运输方式大大降低了

西南地区高新技术产品向东盟国家出口的时间成本. 而大部分内陆边陲省份由于深居内陆ꎬ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要素与东部地区存在着差距ꎬ在出口网络中地位不高.

３　 网络地位的影响因素

使用随机效应的 Ｔ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回归ꎬ并将系数转换为其边际影响. 中国区域发展存在着不均衡性ꎬ
将各省份划分为东部和非东部两大区域ꎬ分别进行实证检验. 其中ꎬ海南省虽在地理位置上属于中国东部

沿海地区ꎬ但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和要素投入水平与其他东部省份存在着很大差距ꎬ为保证回归结果的可

靠性ꎬ仅在进行全国尺度的数据回归时将海南省纳入ꎻ另外ꎬ由于西藏数据缺失严重ꎬ进行回归时予以剔

除. 回归结果(表 ３)表明模型拟合总体较为理想.
表 ３　 网络地位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ａｔｕｓ

变量
度数中心度

全国 东部 非东部

接近中心度

全国 东部 非东部

中间中心度

全国 东部 非东部

产业集聚水平
０.０１３
(０.６３)

－０.０１１
(－０.９６)

０.０２０
(０.６２)

０.０２７∗∗

(２.５３)
－０.０１２
(－１.３６)

０.０５５∗∗∗

(３.５０)
０.００２∗∗∗

(２.７６)
０.００１
(１.２７)

０.００３∗∗

(２.３９)

外商直接投资 ０.０５１∗∗∗

(４.５７)
０.０１７
(１.４８)

０.０９５∗∗∗

(２.８４)
０.０３４∗∗∗

(５.８７)
０.０１３
(１.３０)

０.０５３∗∗∗

(４.５４)
０.００１
(１.５５)

－０.００２∗

(－１.７０)
０.００２∗∗

(１.９５)

外贸环境 ０.３９５∗∗∗

(３.０３)
０.１７９∗∗∗

(２.８８)
０.５３０∗∗∗

(２.６６)
０.１５９∗∗

(２.５４)
０.１６５∗∗∗

(３.１５)
０.３６３∗∗∗

(３.６０)
０.０３６∗∗∗

(６.１６)
０.００１
(０.１９)

０.０２９∗∗∗

(３.７１)

研发创新能力 ０.０５３∗∗

(２.４８)
０.０４４∗

(１.７９)
０.０５６∗∗∗

(３.３８)
０.０４４∗∗∗

(４.５１)
０.０４８∗∗

(２.５６)
０.０２９∗∗∗

(３.８０)
－０.００３∗∗∗

(－３.１６)
－０.０１１∗∗∗

(－５.４１)
０.００２∗∗∗

(２.７７)

技术市场活跃
程度

－０.０２０∗∗∗

(－２.９８)
－０.０１０
(－１.６０)

－０.０１９∗∗

(－２.１４)
－０.００５
(－１.５０)

－０.００８∗

(－１.６５)
－０.００３
(－０.７２)

－０.００１∗∗∗

(－３.１１)
－０.００１
(－０.７３)

－０.００１∗

(－１.８２)

境外产业园区
建设

０.００５
(０.４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０２０
(１.３９)

０.００６
(０.９７)

０.００２
(０.２１)

０.０１８∗∗

(２.３７)
－０.００２∗∗∗

(－２.９２)
－０.００３∗∗∗

(－２.９１)
０

(－０.１８)

友好城市关系
０.０３３∗

(１.８５)
－０.０２０∗∗

(－２.０２)
０.０３１
(１.５０)

－０.００８
(－０.８３)

－０.０１６∗∗

(－２.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１８)

０.００２∗∗

(２.１３)
－０.００３∗

(－１.９９)
０.００１
(１.０８)

经济实力 ０.１０３∗∗∗

(３.９０)
０.０５６∗∗

(２.３３)
０.０６９∗

(１.７３)
０.０４９∗∗∗

(３.８９)
０.０４２∗∗

(２.４２)
０.０３０∗∗

(２.１１)
０.０５６∗∗

(２.２７)
０.００５∗

(２.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６０)

与沿线国家外贸
合作水平

０.０３８
(１.０２)

０.０５８
(０.９１)

０.０２２
(０.４８)

０.０１９
(０.９２)

０.０６２
(１.０８)

０.０１０
(０.４３)

０.０５８
(－０.０４)

０.０２７∗∗∗

(３.３６)
０

(０.１０)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ꎬ括号内为相应的 ｚ值.

产业集聚水平对各省份网络地位作用以正向为主.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可以提高当地高新技术产业生

产竞争力ꎬ通过降低生产与交易成本、产生创新效益及竞争效益ꎬ不断吸引企业加入ꎬ推动当地高新技术产

业技术进步ꎬ提升对外竞争力ꎬ进而推动企业积极寻求出口对象ꎬ提升自身在贸易出口网络中的地位. 中

国高新技术企业空间分布不均衡ꎬ主要呈南高北低、“东—中—西”阶梯式递减的分异格局[３２]ꎬ然而ꎬ产业

集聚的促进效应主要以非东部省份为主ꎬ对东部省份的影响不显著. 非东部省份产业发展相对落后ꎬ高新

技术产业的集聚促进产品的生产与出口ꎬ有利于当地网络地位的提升. 而东部省份基本实现了产业集聚

化ꎬ过度产业集聚会造成交易成本过高ꎬ产生边际递减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对各省份特别是非东部省份的网络地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一般而言ꎬ外资企业的研

发创新活动能够为当地带来先进的知识和技术ꎬ并激发本地企业的活力. 就高新技术行业而言ꎬ外商直接

—８３—

􀪉􀪉􀪉􀪉􀪉􀪉􀪉􀪉􀪉􀪉􀪉􀪉􀪉􀪉􀪉􀪉􀪉􀪉􀪉􀪉􀪉􀪉􀪉􀪉􀪉􀪉􀪉􀪉􀪉􀪉􀪉􀪉􀪉􀪉􀪉􀪉􀪉􀪉􀪉􀪉􀪉􀪉􀪉􀪉􀪉􀪉



赵　 晴ꎬ等: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格局与影响因素

投资往往能够提升创新能力ꎬ其溢出效应也更明显地作用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ꎬ对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

能力的提升有着重要的意义[３３] .
外贸环境对各省份网络地位总体起到正向作用. 外贸环境体现了各省份生产与出口商品的能力ꎬ得

分越高的省份贸易发展越繁荣ꎬ也意味着对沿线国家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越便利. 出于交通便利与运输

成本的考虑ꎬ沿线国家也更倾向于从该省份进口产品ꎬ从而促进节点出口网络地位的提升.
研发创新能力对各省份网络地位以正向作用为主. 中国创新投入水平不平衡ꎬ东、中、西部地区区域

异质性明显[３４] . 研发创新能力对非东部省份网络地位的正向影响比对东部省份的影响更明显. 一般而

言ꎬ研发创新水平越高的省份ꎬ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越高ꎬ抵抗风险能力越强[３５]ꎬ从而表现出较高的

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 同时ꎬ研发创新能力较强的省份可能将出口重点放在特定领域ꎬ导致沿线国家

除了从该省份进口产品外ꎬ还选择从其他省份进口产品ꎬ进而对中间中心度表现出一定的负面影响ꎬ该效

应主要发生在东部省份.
技术市场活跃程度对各省份的网络地位呈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一般而言ꎬ技术市场交易活动能够

促进技术交流与扩散ꎬ推动本地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但企业也可能直接购买技术以满足自身需求ꎬ此类

行为不利于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ꎬ进而对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及出口产生抑制作用. 当抑制作用大于促

进作用时ꎬ技术市场活跃程度就在整体上表现出负向影响或影响不显著. 此外ꎬ有部分地区出口的高新技

术产品以加工及装配的相关零部件、元器件为主ꎬ技术市场交易活动对这类地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也无法

产生带动作用. 更值得注意的是ꎬ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上存在劣势ꎬ具有“低端锁定”的风

险. 技术市场活跃程度的负向影响对各省份高新技术行业的技术变革提出了挑战ꎬ中国要克服中等收入

陷阱ꎬ从贸易专业化向技术专业化转型[３６] .
境外产业园区建设对各省份网络地位的影响较弱ꎬ仅对中间中心度呈较弱的负向作用、对非东部省份

的接近中心度表现出正向影响. 目前ꎬ各省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成的高新技术产业相关园区集中

在少数国家ꎬ促进了对这些特定国家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ꎬ对整体出口网络地位的影响较弱ꎬ同时园区集

中建设于少数国家不利于整体网络地位提升.
友好城市关系对各省份网络地位的影响差异性较大ꎬ对东部省份的网络地位起显著的负向影响ꎬ对非

东部省份网络地位的影响不显著. 一般而言ꎬ友好城市关系的发展有助于促进各省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

合作ꎬ从而对更多沿线国家出口高新技术产品. 但对于东部省份而言ꎬ该因素可能对出口对象的选择产生

了路径依赖和路径锁定效应ꎬ固化了东部省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在空间上的流动ꎬ不利于其网络新关系的

建立和网络地位的提升.
就控制变量而言ꎬ经济实力对各省份网络地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ꎬ经济实力越强ꎬ贸易越发达ꎬ对各

省份网络地位越起促进作用ꎻ与沿线国家外贸合作水平仅对东部省份的中间中心度表现出了显著的正向

影响ꎬ对其余网络地位指标虽表现出了正向作用ꎬ但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４　 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省－国”二模网络ꎬ分析了中国 ３１ 个省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

规模、结构、流向差异和网络结构ꎬ描绘了各省份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网络中的地位ꎬ并结合随机效应的

Ｔｏｂｉｔ 回归模型探究各省份网络地位的影响因素ꎬ主要结论如下:
(１)２００７—２０２０ 年ꎬ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总体增长、轻微波动ꎬ不同省份的出口规模、流向和主要

出口产品类型各异ꎬ沿长江经济带和东部沿海省份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力军. 中国各省份(除新疆、
青海和西藏外)出口目的地以东南亚国家为主ꎬ出口产品类型以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类为主.

(２)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网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ꎬ网络空间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

特征. 各省份的出口优势国家不尽相同ꎬ东部省份在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中更具有比较优势. 各省份度数

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呈相似的演变趋势ꎬ网络中具有较高地位的节点同时也拥有较高的出口

规模.
(３)对于东部省份而言ꎬ外贸环境和研发创新能力主要对度数中心度或接近中心度产生正向影响ꎬ促

使东部省份与更多国家建立出口关系. 对于非东部省份而言ꎬ产业集聚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外贸环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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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创新能力和境外产业园区建设对度数中心度或接近中心度有促进作用ꎬ其中产业集聚水平、外商直接投

资、外贸环境和研发创新能力还对中间中心度表现出了显著的正向影响ꎬ这些因素有助于非东部省份在高

新技术产品出口网络中发挥桥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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